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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醫”概念的文化與政治意蘊 
 

程國斌* 

 

摘要 

 
雖然中國歷史上儒者行醫是比較普遍的現象，但“儒醫”作

為專有名詞出現是北宋時期。後世學者多在其文化意義上闡發這

概念的社會學和倫理學意義，強調儒醫在知識結構和價值取向方

面的特徵。本文對《宋會要輯稿》所輯錄北宋官方文件中“儒醫”

一詞的前後語境及相關政策設計思路進行了考查，認為北宋官方

提出“儒醫”概念，是在醫學社會發展需要和醫學社會地位低的

雙重壓力下而採取的政策選擇，其目的是通過制度設計和文化正

名的方式吸引儒生加入以加強醫學行業，同時也借此整合醫學，

將醫學更好地統一於儒家的王政體系之中。 

 

【關鍵字】北宋 儒醫 倫理 文化 政治 

 

雖然中國歷史上儒者知醫是比較普遍的現象，但到了北宋時期

“儒醫”這詞彙才正式出現，儒醫作為一個社會群體更是要等到南

宋之後才被廣泛認可。宋代以後“醫儒合流”的思想努力，使儒學

價值話語成為醫學評價的標準，“儒醫”更成為醫家最重要的評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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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如謝利恒先生所言：“自宋以後，醫乃一變為士夫之業，非

儒醫不足見重於世” (謝利恒，1970，51)。後世學者的研究多將其視

為儒家文化對中醫學滲透影響的結果，主要從技術知識結構和文化

價值影響的角度展開，但“儒醫”是需要從多維度仔細體味的歷史

文化概念，它除了是一個在歷史上真實出現過的醫者群體之外，還

指一種專業技術和知識類型，它是一種文化象徵符號和價值理想，

也是一種基層社會規範和國家制度。對“儒醫”概念的闡發集中於

知識和價值兩方面固有點題之妙，但卻不免加重了價值觀、知識論

和社會實踐之間的距離，不利於發現儒醫的歷史真相，尤其不利於

揭開其與中國古典政治文化傳統之間的關係。筆者曾撰文指出，中

國傳統醫學與醫生一向與社會倫理文化與政治禮法制度緊密整合，

這造成了中國醫家歷來擁有明確而又強烈的政治文化關懷，但也容

易使醫學專業體系的發展受到政治文化的影響。中國古典知識傳統

追求圓融一體，自天道而人道一以貫之，國家興亡與柴米油鹽同屬

王道的題中之意，儒者治國平天下與醫家治身、救民、醫國之志本

為一體，從宋代開始的醫學儒化進程，必然內涵着某種政治意蘊且

無需諱言之。本文試以《宋會要輯稿》涉及“儒醫”的北宋官方檔

案為核心，參考歷代學者的論述，對“儒醫”概念的初始形態及其

內涵進行分析，從王權政制的需要來重新審視儒醫的出現，或許正

可切中歷史的痛腳。 
 

一、“儒醫”概念的文化理解 

 

有關儒醫的初始定義，最常被引證的資料是北宋政和七年(1117

年) 的一份奏摺：“習儒術者通《黃素》，明診療，而施於疾病，謂

之儒醫”(徐松，1935)。就其字面來講，要點有三：習儒術、通醫學、

從事醫療活動。古代學者對“儒醫”的定義與此基本一致，如明代

李梴《醫學入門．歷代醫學姓氏》中說儒醫是：“秦漢以後，有通

經博史，修身慎行，聞人巨儒，兼通乎醫”(李梴，1999，18)，明代

蕭京在《軒岐救正論．卷之六》中也對儒醫有十分類似的定義：“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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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秦漢以後，有通經博史，修身慎行，聞人碩儒，兼通乎醫者，精

究玄機，洞明至道”(蕭京，1983，511)。若只以知識結構的標準來

考察，可以說儒醫的“身影幾乎貫穿了整個中醫的歷史”(郭殿彬、

吳鴻洲，2010，20-24)，李梴論“歷代醫學姓氏”，起於東漢張仲景，

止於明中期王綸，所可憑據者，不過博經史、通醫藥而已。 

蕭京對“儒醫”概念還有進一步闡發，包括三方面(蕭京，

1983，511)：一是要對醫經、醫理有着高深的見解且能“立言垂教”，

使“後學凜為法程”；二是要能夠以儒學提供的方法，正確而又靈

活地理解和運醫學經典，切不可“背經文而獨創幻談”、“守方書

而昧通靈變”，是故“非儒則醫之術不明”；三是着重於“儒醫”

的道德定位，要超越醫療而進於國家政治領域——“進而醫國，羹

調元鼎，壽君澤民，躋世熙和”。前兩方面已經超越了知識論上“醫

儒皆通”的規定，還涉及到對醫學知識法統的理解。在這裏，我們

可以體會到醫學在宋明時期發生的文本知識壓倒經驗知識的歷史轉

變的影響。北宋多位皇帝雅好醫學，大力推動醫學發展，國家在醫

學事業上取得了巨大進步，刊印醫書、開辦醫學教育機構和醫藥機

構，醫書的大量刊印與民間讀書風氣的興盛，改變了醫學的傳統授

受模式，這使得醫學知識的傳遞有可能突破原先嚴密的師承體系，

尤其為儒生自學醫學提供了條件(李經緯，1989，3；徐儀明，1999；

薛公忱，1999，4-6；陳元朋，1997，81-102)。在這基礎上，在醫學

領域中文本知識的正統地位和重要性，以及從文本研讀路徑進入醫

學的正當性，被逐漸樹立起來，由此將無法納入模擬儒學道統所建

立的醫學經典文本體系的其他醫學知識 (梁其姿，2012，21-25)。在

最後一個方面，首先是對“上醫醫國”傳統的進一步聲明，但與其

時的歷史結合起來，則有通過道德地位的確立，為儒醫爭取有別於

“儒統”而又能與之分庭抗禮的“醫統”的良苦用心。 

當代學者的研究基本上延續了傳統的思路。如李良松、郭洪濤

將儒醫定義為掌握醫學知識和醫療技術的文人，這定義是對中國古

代“文人通醫”傳統的發揮，如是，則身為文人的儒醫的主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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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為“整理、研究古代醫學文獻”(李良松、郭洪濤，1990，24-25)。

賀聖迪認為“儒醫”是以儒家學說為行醫指導思想，精通醫學理論

與技術的醫師 (賀聖迪，1999，54-59)，突出了醫師這身份，但這定

義主要從價值取向的角度闡發，因此認為“儒醫”與一般醫生的區

別在於他們是以儒家思想指導行醫活動，所以是否具有明確的儒生

身份並不重要。薛公忱先生則總結了儒醫的五大特徵：其一，通習

典籍，博極醫藥之源；其二，深究原本，探求疾病之道；其三，善

為詩文，留有名世之作；其四，慣用儒理，闡發醫學之秘；其五，

篤行仁義，恪守儒生之志。(薛公忱，1999，9-20) 這些論述是在“儒

醫”現象已經發展到比較充分的時期做出的，其中結合了知識結

構、專業行為模式和價值取向等三個方面，是站在特定價值立場上

對該現象的理論抽象，對儒醫理解的重點放在價值闡釋而非事實還

原之上，在某種程度上或可稱之為對“理想類型”的闡釋，與歷史

上的“儒醫”概念尤其是其最初的形態已經有很大的區別。 

與之不同，社會史學者的研究更注重“儒醫”這現象的社會生

活與文化特徵。如祝平一首先揭示了“儒醫”概念作為象徵符號的

意義遠過於實指某一社會群體，傳統中國的“儒醫”缺乏具體的法

律或制度上的資格限制與邊界，不得不“擺蕩在‘社會聲望的標

籤’和具體的‘社會群體之間’”(祝平一，2006，401-449)。陳元

朋的研究展示了“儒醫”概念的發展歷程 (陳元朋，1997，22、221、

294)：北宋年間的“儒醫”說的是精通醫學並從事醫學活動的“士

人”；南宋時期對“士人”身份的要求逐漸弱化，是否具有“儒心”

成為核心標準；到金元時代，這概念中有關“士人”社會身份的涵

義基本消失，“儒醫”轉變為對醫者進行道德評價的抽象概念。由

於陳元朋關注的問題是兩宋儒士對醫學的觀點和態度的整體性變

化，而其所謂“尚醫士人”是文化判斷，不含政治經濟層面的涵

義—— 不論其人仕宦之有無，與其家世之良否，只要具有“儒學”

的素養就是“士人”—— 所以在分析北宋官方檔案中出現的“儒

醫”概念時，對其中蘊含的政治意圖未作充分闡發。而筆者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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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時期官方使用的“儒醫”與文化意義上的“儒醫”還存在某種

差異，其根本原因在於政治技術與政治文化理想之間固有的差異

性。雖然“士人”在漢代以後一般是指文化身份——“學習儒家經

典的讀書人”，但其政治與文化生活目標是要在“道”和“王”之

間求得某種平衡 (葛荃，2003，14-19)，對士人的考察必須兼顧文化

理想和政治現實兩個方面。在北宋官方檔案中出現的“儒醫”概

念，絕非僅僅是對某種特定文化身份的認同和表達，必然包含着政

治方面的考慮，而這種政治考慮與文化理想與社會現實之間的角力

鑄成了儒醫這一社會現象，而我們對“儒醫”概念之政治意蘊的考

察，反過來恰又可以使我們對中國醫學乃至中國社會的政治文化境

域獲得更深的認識。  
 

二、北宋官方文件中的“儒醫”概念考辯 

 

“儒醫”作為專有詞彙，在《宋會要輯稿．崇儒》篇中一共出

現了兩次：第一次是在北宋徽宗政和三年(1113 年) 的一份敕書中： 
 

“建學之初，務欲廣得儒醫。竊見諸州有在學內外舍

生，素通醫術，令諸州教授、知、通保明，申提舉學〔事〕

司，具姓名聞奏，下本處，盡依貢士法律，遣赴本學，

就私試三場。如中選，元外舍生即補內舍，內舍理為中

等校定。”(徐松，1935)  
 

其中提到的“儒醫”，陳元朋先生以為是指“素通醫術”的“在學

內外舍生”，其身份的關鍵是已經進入州縣官學 (陳元朋，1997，

187)。筆者則認為，此處的“儒醫”有可能就是指“醫儒皆通”者，

只不過作為國家政制的一部分，只有已經獲得官方士人身份者才有

資格進入國家遴選。第二次是在政和七年(1117 年) 的一份奏摺中：

“伏觀朝廷興建醫學，教養士類，使習儒術者通《黃素》，明診療，

而施於疾病，謂之儒醫，甚大惠也。”(徐松，1935) 這個“儒醫”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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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是精通醫學知識的在學儒生，而是專指在太醫學中接受官方教

育，兼通醫學與儒學的太醫學生。由於太醫學的地位與太學相似，

醫學生可以獲得與科舉出身者同等地位的“醫學出身”，所以他們

在社會政治結構中已經屬於“官員”階層。 

與前引論述相比照，我們發現至少存在三個“儒醫”：第一個

“儒醫”也是今天常用的概念，即在文化意義上的儒生（習儒術、

有儒心、行儒行）而通醫學、行診療者；第二個“儒醫”出現在政

和三年敕書中，專指就讀州縣學並精通醫學的儒生；第三個“儒醫”

出現在政和七年的奏章中，在太醫學中培養出來的醫儒兼通的醫

生。這三者都有“習儒術者通《黃素》，明診療”的知識結構特徵，

但後兩者還有明確的官方身份——太醫學學生和州縣官學學生。陳

元朋先生認為有關“儒醫”的文化規定（士人中的“素通醫術者”）

是其原始含義，並且構成了當時官方醫學教育的主要目標 (陳元朋，

1997，187-188)，但筆者認為在官方檔案中出現的這些身份限定絕對

不可忽視，反而是了解北宋政府對“儒醫”態度的關鍵所在。“儒

醫”這個名詞均出現在與太醫學相關的檔案中，但自崇寧二年(公元

1103 年) 至宣和二年(公元 1120 年) 七月二十七日，太醫學只存在十

七年，而“儒醫”在相關官方文獻中僅僅出現兩次（即上述兩個文

獻）。所以，官方使用的“儒醫”概念必需放在興建太醫學的整體

政策中予以考量。 

北宋的三次興學運動（指仁宗時的慶曆興學、神宗時的熙甯元

豐興學和徽宗時的崇甯興學）均十分關注醫學教育。慶曆興學經由

范仲淹奏請，於慶曆四年(1044 年) 三月成立太醫局，當時的目標比

較純粹，就是為了建立規範的受到國家管制的醫學教育系統，培養

有資格的醫生 (王振國，2006，208)。熙甯興學中，太醫局正式設立

官制，並於熙寧九年(1076 年) 三月脫離太常寺，作為專門而獨立的

醫學教育機構。（《宋史》卷一六四）至於崇甯興學，宋徽宗於崇

寧二年(公元 1103 年) 設立中央“太醫學”，與太學等三學同級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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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共同隸屬於國家最高學政機構國子監，“醫學”（指醫學教育

機構）地位由此達到宋代的頂峰。 

政和三年太醫學之所以在“州縣官學”中招收學生，客觀原因

是北宋地方“醫學”到政和四年始設，設立太醫學時還沒有地方

“醫學”專業學生可供選取。但究其上下文，這裏出現的“儒醫”

一詞，即太學招生物件首先應該強調的還是“醫儒皆通”的文化內

涵，只不過在入學政策上只限定於招收接受過官方儒學教育的正式

資歷者。而到了政和七年文獻中出現的“儒醫”，就不再是對社會

上已經存在的醫儒皆通者的描述，而是官方醫學教育所要達至的成

果。相較於之前太醫局培養的專業醫師，“儒醫”這個目標似乎是

在其儒學修養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但問題在於，太醫學的入學考

試並沒有特別涉及到儒學修養，在崇寧二年設立太醫學的政策設計

中，入學考試一共三場：“第一場，三經大義五道（方脈科，《素

問》、《難經》、《傷寒論》。〔針〕、瘍科，《素問》、《難經》、

《三部針炙經》）。第二場，（諸）〔方脈〕科：脈證大義（三）

〔二〕道，運氣大義二道。針、瘍科：小經大義三道（謂《病源》、

《龍本論》、《千金翼方》）。運氣大義二道。第三場，假令病法

三道。”(徐松，1935)其中並沒有對學生在儒學方面進行特殊考察。

在醫學領域的考試標準，仍然是以臨床技能為主，文化修養為輔——

“仍先取醫治，次程文” (徐松，1935)。太醫學的教學設計中也沒有

增加儒學比例——太醫學共分三個大科，三科各習七書，即《黃帝

素問》、《難經》、《巢氏病源》、《嘉裕補注本草》、《大小方》，

其中內方脈科兼習《脈經》、《傷寒論》，針科兼習《黃帝三部針

灸經》、《龍木論》，瘍科兼習《黃帝三部針灸經》、《千金翼方》。

事實上，對太醫學學生進行的官方儒學教育，早期是由州縣官學，

後期則是由州縣“醫學”實施的。到地方醫學廣泛建立之後，州縣

“醫學”教育“兼治五經內一經”，其中儒家“五經”是《詩經》、

《尚書》、《禮記》、《易經》、《春秋》，醫家“一經”指的是

“《素問》、《難經》”(王振國，2006，222、225、234)。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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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已經有了地方醫學提供人才，國家仍然鼓勵儒生投考太醫學，

已經獲得州縣官學生資格的儒生如欲進入太醫學可以免除縣學的考

試。由此可見，北宋時期的太醫學首先還是一所專業的醫學教育機

構，在其所謂的“儒醫”教育目標中，儒學這部分並不重要。所以，

“儒醫”一詞在政和三年的官方檔案中文化意味較多，儘管有一定

的政治身份要求。到了政和七年的檔案中，“儒醫”概念中的文化

意義雖然被用來描述太醫學的教育目標，但卻未對其教育體制產生

影響和改變。那麼，用這個詞彙來稱呼太醫學學生，究竟是出於何

種原因？ 

北宋崇寧二年(1103 年) 九月十五日，宋徽宗命令“講議司”研

究如何提高醫學教育水準的問題，講議司提交的奏章說： 
 

臣等竊考熙寧追遹三代，遂詔(與)[興]建太醫局，教養

生員，分治三學諸軍疾病，為惠甚博。然未及推行天下，

繼述其事，正在今日。所有醫工，未有獎進之法。蓋其

流品不高，士人所恥，故無高識清流習尚其事。今欲別

置醫學，教養上醫。切考熙甯、元豐置局，以隸太常寺。

今既別興醫學，教養上醫，難以更隸太常寺。欲比三學，

隸於國子監。⋯⋯宜視諸學賜出身，以待清流，庶有激

勵。今欲試補考察充上舍生，賜醫學出身。除七等選人，

階官依格注授差遣，上舍生高出倫輩之人，選充尚藥局

醫師以次醫職。上等從事郎，除醫學博士、正、錄；中

等登仕郎，除醫學正、錄，或外州大藩醫學教授；下等

將仕郎，除諸州軍醫學教授。(徐松，1935) 
 

關於這一段史料，馬伯英先生認為，太醫學脫離太常寺而入隸

國子監，是為了將醫學納入儒學教育體系；醫生“流品不高”指的

是原來醫生的儒學修養不夠，醫生入儒就可以成為“上醫”，所以

這裏的“上醫”和“儒醫”是同一意思 (馬伯英，1994，478)，陳元

朋亦持相似觀點。但筆者以為，這份奏章裏的“上醫”未必可以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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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儒醫”的同義詞。細察之，該奏章提出建設太醫學的理由，是

原有的醫學教育、醫政管理和醫療水準太低，“上醫”是指具有較

高專業水準的醫生。其時官方認為醫學水準不高的原因有二：其一

是前朝國家醫學教育制度太醫局沒有推廣，受到正規教育的醫生太

少；其二是醫療行業整體上在社會政治生活秩序中等級較低，難以

吸引“高識清流”之人加入醫學行業。這份奏章提出了兩點建議：

首先是提高醫學專業教育水準，對入學考試、教學科目、教學用書、

考試和升貢制度等都進行詳盡的設計，以保證醫學專業教育品質；

其次是改變醫學教育的政治地位，使太醫學“比三學，隸於國子

監”，這樣一來，其畢業生除了入翰林醫官院或進入尚藥局之外，

還可以按照一般文官通用的“七等選人”法獲得官階，就任地方文

職官員。其中最重要的一環就是“賜醫學出身”，講議司認為有此

“出身”就可吸納儒生加入醫學行業，即所謂“以待清流，庶有激

勵”。(陳元朋，1997，186) 由此可見，設立太醫學的目標主要還是

為了促進醫學事業發展，提高醫學教育水準。只不過當時官方認為，

造成醫學發展乏力的原因是醫學和醫生的社會政治等級較低，所以

想要提高國家醫學發展水準，改變醫學教育機構與醫生的社會政治

地位是最主要的措施，具體手段就是將醫學納入儒學的體系之中，

通過儒學在國家政治文化生活和社會價值評價體系中的優勢地位向

上提升醫學。因此，“儒醫”這個概念的提出，更可能是出於某種

政治考慮而非對當時儒生“尚醫風氣”的文化認同。 
 

三、“儒醫”概念的政治內涵 

 

馬伯英先生認為：“儒醫的傳統形成，其實質是要用儒學幫助，

改造醫學，並非只是既通儒又通醫”(馬伯英，1994，478-479)。此

話很有道理，但還有兩個問題需要進一步明確：首先，這個用來改

造醫學的“儒學”指的是儒家的學問，還是儒家文化政治體系；其

次，改造的具體進路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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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知識改造的角度，用儒學改造醫學肯定不僅僅指醫儒兼習的

知識標準。就歷史事實而言，亦有學者認為，宋明時期的理學對醫

學的影響，更直接地體現在醫學知識體系的學派“門戶”之分，以

及對醫學傳承時強調文本詮釋而非傳統的家傳口授方式這兩個方面 

(梁其姿，2012，16)。儒學作為中國古代知識份子的必修學術，普及

程度極高，有條件的醫家熟悉儒學，或儒生擁有一些簡單的醫學理

論都很常見。如《史記》稱淳於意“其人聖儒”，張仲景於漢靈帝

時亦曾舉孝廉；宋代名儒沈括做《沈括良方》，大儒張載、二程亦

喜談醫藥。所以儒學從知識論角度對醫學進行的改造，是要在知識

論上證明二者的統一性，即如金代名醫劉完素所說，易教、儒教、

醫教“其門三，其道一，故相須以用而無相失” (劉完素，1959，2)。

但這還需要先有宋代理學家確認醫學中包含天道至理並將醫學視為

儒學推究天理的途徑之一，再經後世儒醫如元代朱震亨、明代李時

珍、明代張介賓等反復申張醫學之“格物窮理”之本性，才能夠逐

漸實現。在北宋設立太醫學前後，這種理論上的準備遠未完成，再

加上北宋歷代皇帝均崇尚道教，是否認同對以道家為哲學基礎的醫

學進行儒學的知識論改造，尚未可知。所以筆者認為，其時官方的

醫學發展策略主要還是在醫學的政治地位上下功夫。 

北宋崇寧二年的奏章中，認為醫學發展不利的主要原因是醫學

“流品不高”。醫學流品不高，古已有之，《禮記．王制》中醫生

就被歸類於百工之屬：“凡執技以事上者，祝、史、射、禦、醫、

蔔及百工。凡執技以事上者，不貳事，不移官，出鄉不與士齒”，

這些以技藝為用的地方下級官吏的社會身份比較卑賤，遠遠低於士

人 (孫希旦，1989，368-369)。春秋之後，醫家或是隱逸山林的道家，

或是競逐世俗利益的匠人，世人多把行醫視為“賤業”(李建民，

2005，2)，兼之《漢書．藝文志》將醫學列為“方技”，後代史書皆

沿襲漢例，使其在學術等級中也低於儒學，故古代士大夫階層通常

看不起醫學。如《三國志．華佗傳》載漢代名醫華佗“本作士人，

以醫見業，意常自悔”；唐代韓愈《師說》中也說“巫醫樂師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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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人，君子不齒”。而宋代設太醫學之前，國家培養醫師是在太醫

局，其畢業生的主要出路是擔任翰林醫官院下轄的各級“醫官”，

這些官職在宋代職官體系之中屬於“武階”，地位遠低於科舉出身

的文官，所以很難吸引知識份子進入醫學。積極參與醫學的儒士，

要麼是在將醫學視為儒家行仁術的工具的意義上支持醫學，如范仲

淹提出“不為良相，願為良醫”就是為了實現“利澤生民”的“大

丈夫平生之志”(陳元朋，1997，105-106)；要麼是落魄儒士為了利

用醫學出身獲得入仕的機會，如《古今醫統》中記載北宋進士沈常，

仕途潦倒，見翰林醫官耀武揚威而有意學醫的故事 (馬伯英，1994，

479)，都可看作是典型案例。 

想要消除這一不利因素，必須進行國家政治制度、社會規範和

文化觀念體系的全面改造，在條件還不完全具備的情況下，北宋政

府採取的具體措施是通過改變醫學教育機構的地位，使醫學生具有

類似於士人的社會政治身份，太醫學學生還可以獲得“賜醫學出

身”的待遇，就業途徑也轉變為屬於“文職”系統的醫學教育管理

官員。由於當時醫官的職位不多，醫學生還可以轉任其他官職，與

通過科舉考試出身的士人擁有同等的競爭機會。為此，政和三年九

月二十七日，尚書省在一份奏摺中還專門要求給這些醫學生賦予同

等待遇：“〔今〕欲乞醫學上舍出身人，初任自依近降朝旨注格（格）

在京醫職外，其後並依兩學上舍出身人，赴吏部注合入差遣，用清

其選，而革伎術之弊。”(徐松，1935) 

北宋一朝，中國醫學獲得極大發展，政府在設立國家醫藥局、

刊印醫書、建設福利慈善機構等方面做出了巨大改善，但合格的醫

療人才不足仍然是嚴重的問題。其時官方認為，最有效的方法是吸

引具有較高知識水準的儒生加入醫學領域。但是，由於醫學社會政

治地位較低的問題很難在倉促間獲得解決，所以只能通過特殊的制

度設計提供某些具體利益作為籌碼來吸引儒生。所以，在北宋官方

檔案中出現的“儒醫”概念，並不是因為“兩宋士人的尚醫風氣”

已經強大至足以影響官方政策走向 (陳元朋，1997，192)，而是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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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解決醫學發展的社會需要和政治地位低劣之間的矛盾而採取的

行政策略，“儒醫”一詞則隨着太醫學政策的推進體現出越來越強

的政治意味：從崇寧二年純醫學內涵的“上醫”，到政和三年變成

附加了一定政治身份限制的“儒醫”，再到政和七年則專指具有正

式官方身份與從政資格的“儒醫”。 

就吸引讀書人進入醫學領域的目標而言，北宋太醫學和“賜醫

學出身”的制度設計是給加入醫學之儒生的政治利益之“實”，也

確實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儒醫”概念的提出，則應該是為了給其

賦予一種政治上的正統身份和價值認可，給他們解決“名”的問

題。其中的政策考慮，應該是官方教育政策的自然延續，即在發展

教育的目標之外，可能更注重如何將知識份子納入國家王政體系：

范仲淹發起的慶曆興學使科舉考試與學校教育聯繫起來，使學生注

重經義和時政，目的是要把“天下俊賢”引向經邦濟世之業，為國

家帶來傑出的輔佐人才 (范國強，2010，94-98)；而王安石發起熙甯

元豐興學，試圖推行全國統一的課程，曾明確表示其目的為統一天

下學者的價值觀，並使其和政府達到高度的一致性 (包弼德，2000，

225、227-229)。可以推論，仿太學制度創建太醫學時亦不會脫離這

一政策目標，而且，借助於“儒醫”的概念，利用儒家與王政體系

的密切關係，可以更深入地將醫學統一在國家王政體制之中，這也

與宋代官方一統天下士人價值觀的政策保持了連續性。至此，不僅

天下讀書人都通過科舉而被納入國家意識形態囊中，就傳統上屬於

“山林”、“門閥”、“江湖”、“草澤”等異於國家政治威權領

域的醫學也被收編進來，成為落實王政的合用工具。 

問題在於，喜好醫學與投身醫業，在文化價值論證上固有相通

之處，在現實政治生活中卻具有截然不同的意義。在北宋士人中已

經普遍出現了“尚醫風氣”的情況下，政府還需要用現實政治利益

來吸引儒士加入醫學，足以說明這種“風氣”並沒有真的影響到讀

書人的職業選擇。相反，太醫學出身者多以此作為參政的跳板，由

於太多“醫學出身者”轉為其他官職，以至於到政和七年需要專門



“儒醫”概念的文化與政治意蘊   51

制定一項制度，要求“醫學出身”擔任地方官員者，必須同時兼任

當地醫學教授，除非職位達到了“通直郎”（從六品）及以上的官

階。宣和二年(1120 年) 取消太醫學的詔書中，醫學出身者大多不擔

任醫職，與最初辦學目標相違背，也是其最重要的理由之一 (徐松，

1935)。可見，北宋太醫學的設立並沒有實質提升醫生和醫學的社會

地位，也沒有真的增加醫學行業對讀書人的吸引力，事實上，直到

元代由於大量儒生以科舉進入仕途的常規途徑被阻礙——既因為元

代科舉制度的限制，也因為“出仕異族”文化阻力——才出現了大

量儒生投身於醫學職業領域的現象，但儒生為此而投身醫學，無疑

透露出濃重的諷刺意味。 
 

四、結語 

 

北宋太平興國三年(公元 978 年) 道士王懷隱奉昭與翰林醫官院

副使王佑、鄭奇和醫官陳昭遇等共同編纂一部標準化的方書。十四

年後該書修成，宋太宗親自為之作序，題名為《太平聖惠方》。同

年 5 月朝廷便將該書刻印出版，頒發全國。在這篇序言中 (王懷隱，

1958，1-2)，宋太宗相當自得地向臣民宣示，這本醫書的編修充分體

現了皇帝對子民的仁德與恩惠： 
 

“朕聞皇王治世，撫念為本。法天地之覆載，同日月以

照臨；行道德而和慘舒，順寒暄而知盈縮；上從天意，

下契群情，罔憚焦勞，以從人欲，乃朕之願也！⋯⋯朕

尊居億兆之上，常以百姓為心，念五氣之或乖，恐一物

之失所，不盡生理，朕甚憫焉！” 
 

太宗皇帝大大提高了醫學的政治和道德地位，將其法統上溯到炎黃

二帝：“黃帝盡岐伯之談，虢君信越人之術。⋯⋯昔炎帝神農氏，

長於姜水，始教民播種，以省殺生；嘗味百草，區別藥性，救夭傷

之命，延老病之生，黔首日用而不知，聖人之至德也。”所以本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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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印的這部醫書，是對三皇五帝的高尚政治情懷的繼承，和對仁王

政治的具體落實：“庶使天高地濃，明王道之化成；春往秋來，布

群黎之大惠。”正是因為皇帝的仁慈與憐憫，以及朝廷在醫學領域

做出的重大貢獻，才使醫學達到這個崇高的境界並真正實現自己的

道德價值。太宗皇帝的意志，當然未見得直接影響到徽宗時期官方

對“儒醫”這個詞彙的使用，但帝王心思總有相通之處，通過“儒

醫”這一概念將醫學價值統攝在王道權威之下，使其更有效地為皇

權服務，應該也是題中應有之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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